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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空间距离与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研究 

洪名勇 

（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摘 要】 契约选择是契约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课题，通过构建一个空间距离、信任与契约选择的分析框架，并用

对贵州5 个县的调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一是农户的个体特征不一样，其契约选择不一样。二是流转双

方之间的空间距离（自然空间距离和社会空间距离） 对契约选择有影响，空间距离越远，选择书面契约的可能性

越大，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越小。三是信任对契约有影响，农地流转双方之间的信任度越大，选择口头契约的可

能性越大，选择书面契约的可能性越小。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要使流转在低成本的社会环境下顺利进行，一是政

府部门应该多对农地流转过程中的诚信农户进行宣传，形成一种人人讲信用的环境。二是在自然空间距离没有缩短

的前提下，缩短社会空间距离，增加流转双方之间的信任度。通过交易频率、交往频率的增加，提高契约履约率，

增强互信，形成流转双方利益共同体，促进农地顺利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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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不仅是党和政府十分关注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而且也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前沿性课题和热点问题之一。2013 年

至2015 年中央1 号文件都对农地流转给予较大关注，2016 年中央1 号文件则强调要继续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农地顺利

流转奠定制度基础。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将流转双方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就是契约。契约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契

约安排不仅成本与收益不一样，而且在不同环境条件之下的适宜性也是有差别的。选择什么样的契约，不仅是转出方进行思考、

抉择的事，也是农地转入方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因此，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进行分析，不仅可以完善契约选择理论，而且对

于推进农地顺利流转具有积极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 文献综述 

契约是交易活动的一种协调机制，它设定了一组限制条件来约束当事人的行为。正如宾默尔（2010 版） 所说，社会契约

是一个社会的公民用以协调他们的行动的一套共同认识的集合。[1]在宾默尔看来，契约对于社会经济的运行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社会靠什么东西黏合在一起？“不是法律或宪法，这些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文字；不是国家的官员，他们不过是如同你我一

样的人”，[1]而是靠契约；没有劳动，交换者仍可以有团体，但是“没有契约，交换者之间就不会有共同体” （奥斯特罗姆，

                                                        

收稿日期：2016- 09- 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地流转口头契约自我履约机制研究” （71173056）；2016 年全国文化名家暨“四

个一批人才”项目“产权制度、农地流转与农民收益权益保护的路径研究”；贵州大学文科重点特色学科重大项目“农地流转

空间研究” （GDZT201504） 

作者简介：洪名勇，贵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制度经济学、农村经济和区域经济研究，联系方式

hongmingyong@163.com。 



 

 2 

1996 版）。[2]由于不同契约的成本、效率及风险不一样，契约选择就显得非常复杂，研究契约选择就非常困难。正因为这样，

契约选择成为契约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从科斯（2009 版） 对契约选择开始，制度经济学家对契约的选择进行了持续的研

究。继科斯对短期契约与长期契约的选择进行研究之后，[3]威廉姆森（2000 版） 探讨了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的选择问题，[4]巴

泽尔（2006 版） 则对自我实施契约和第三方实施契约进行了分析。[5]分析中国农地流转史发现，契约作为双方交易的协调机制，

并约束当事人的行为，使农地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更为清晰，使双方的产权进一步明晰化（张明，2015）。[6]中国长期以来就

存在分成租约与定额租约两种主要的农地流转契约。一般地，人们认为分成契约是低效率，但问题在于，现实生活中，分成契

约不仅一直存在，而且至今天我们还在选择。在张五常研究的基础上，专家发现，土地异质性也会影响人们对契约的选择。站

在佃农的角度，如果土地是低质量的，则选择分成契约；相反，如果地主出租给自己的是高质量的土地，则选择定额租约。从

出租人（地主） 的视角看，承租人佃农也不是同质的，而是异质的。在佃农对于分成契约和定额租约无差异时，如果承租人（佃

农） 缺乏能力，地主将会倾向于选择定额租约；相反，如果承租人（佃农） 能力较强，地主将会倾向于选择分成租约（罗必

良和何一鸣，2015）。[7]实际上，对于农民来讲，选择一种低成本、低风险以及高效率的农地流转契约是十分重要的。近年来，

农地契约选择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一是沿着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路径，发现交易费用会影响我们对农地流转契

约的选择（孟召将，2012；洪名勇等，2016）。[8- 9]二是对信任及信任机制是如何影响农地流转契约选择进行研究（洪名勇和尚

名扬，2013；洪名勇和龚丽娟，2015），[10- 11]三是研究声誉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影响（洪名勇和钱龙，2015）。[12]四是差序

格局社会关系、利益取向会影响农户流转土地时的契约选择（钱龙等，2015）。[13- 14]五是习俗不同，文化不一样，农户的契约

选择也不一样（安海燕和洪名勇，2015），[15]另外，有关学者沿着威廉姆森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对农地租约期限的决定机理及

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邹宝玲等，2016）。[16]以上这些研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良好借鉴。但问题在于，农地流转具有一定

的空间属性，以上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农地流转空间对流转契约选择的影响，更没有建立一个信任、农地流转空间与契约选择的

研究框架，并用调查数据去进行实证研究。在空间经济学看来，空间是影响人们经济行为的重要变量，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本

文将空间距离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引入农地流转研究之中，力图构建一个信任、空间距离与契约选择的分析框架，并用我们对贵

州的调查资料进行实证研究。 

（二） 分析框架 

与一般的商品流转不一样，农地不仅是不动的，而且是分布在相应空间的。只不过，不同地块的产权主体不同，分别记在

不同产权主体名下。而农地流转实质上是农地不同权利的流转，由于转出方与转入方的居住地点往往不在一起，有一定空间距

离，这种距离就是我们所讲的自然空间距离。除自然空间外，另一种是社会空间距离，这种空间距离是由于不同农户之间社会

关系不同而形成的（洪名勇等，2016；洪名勇和龚丽娟，2015）。[9， 11]对于前一种空间距离，是指（两物体） 在空间或时间上

相隔或相隔的长度，或是由某些媒介如人、动物和交通工具所经过的路线的长度，即两物体之间的位置相互关系或空间关系，

也叫物理距离。农地流转过程中涉及的空间距离有承包地块与地块之间的距离、农户家庭住址之间的距离、农户家庭住址与承

包地块之间的距离。塔尔德在《模仿的规律》（Law of Imitation） 一书中首创了社会距离概念，将其用于表征阶级差异，认

为阶级差别就是阶级距离（王启富和史斌，2010）。[17]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距离的含义变得丰富。综合齐尔美、威廉姆

森、帕克等的观点，可以将社会距离定义为：社会距离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或人与群体之间相互认同、相互了解的程度，用

来衡量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的亲疏关系。社会距离越小，个体或集团之间相处越融洽，认同感越强。 

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农户或者农民，只有在相互交往中才能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空间距离不一样，农户之间的交往频率

不一样。图1 对农户之间的交易（交往） 频率与空间距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刻画，纵轴表示交易（交往频率），横

轴表明进行农地流转之间的距离。如果进行交易的两个主体A 与B 之间的距离越远，则交易（交往）频率越低，对交易对方的

信息越不了解，信任机制建议越困难。相反，如果进行交易的两个主体A 与B 之间的距离越近， 则交易（交往）频率越高。对

对方的了解越多，把握对方的行为信息越多，在不断重复的交易中，越容易形成信任。我们已经进行的研究表明，信任与农地

流转契约之间存在某种内在逻辑。这样，信任、空间距离与农地流转契约的选择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信任、空间距离与契约选

择之间的内在逻辑可以用图2 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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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 契约选择 

在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为农地流转契约。从形式上看，农地流转契约可以分为口头契约与书面契约。口头契约是指交易

双方以一定的语言，以产生法定债权为目的的契约。书面契约是以某种书据为法定形式的契约。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可

以将口头契约定义为交易双方或者交易当事人以仅以一定语言来商议的协议，而书面契约则是交易双方或者交易当事人以书面

形式签订的协议。 

（二） 信任与空间距离 

信任是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重要解释变量之一，我们用5 级度量方法对信任进行度量。信任度最高为5，最低为1。作

为解释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空间距离，不仅是指自然空间距离，而且还包括社会空间距离。对于前者，一种有效的度量方

法是自然地理空间的实际距离，从理论上讲，自然空间距离应该是连续变量。在本研究中，由于被解释变量为非常连续变量，

因而我们在对自然空间距离进行度量时也没有采用连续变量，而是采用非连续变量，即按照村民小组、村、乡镇、县等不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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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对这些不同区域赋予不同的距离值。对于距离，除自然地理上的空间距离对流转契约选择进行解释之外，另外一种非常重

要的距离就是社会空间距离。相对于自然空间距离的度量来讲，对农户之间的社会空间距离进行度量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在

中国农村，不仅“差序格局”存在，而且人们之间主要通过血缘、亲缘为主要的纽带联结在一起。因此，对于农地流转社会空

间的度量，我们主要用血缘这一指标进行。 

（三） 调查方法、调查区域选择 

1. 调查方法 

调查通过问卷形式进行。为保证调查资料的真实性，我们没有采取发放问卷、回收问卷，而是编制好调查问卷之后，由研

究人员亲自带队，利用贵州大学相关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深入农户家里，通过调查人员亲自提问、填写调查问卷。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与农户进行交流，减少了发放调查问卷—回收调查问卷这一方式，可能导致的农户

“理解误差”，提高了调查问卷的真实性和质量。同时，调查完后的农户调查资料随调查人员的离开即收回，减少了问卷收回

的时间。这一调查方法存在的问题是需要更多的调查人员、花费的调查成本也比较高。 

2. 调查区域的选择 

我们选择贵州遵义市的湄潭县、毕节市金沙县、安顺市关岭县、黔东南州的施秉县、黔南州贵定县进行调查。之所以选择

这些区域：第一，湄潭县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确定的第一批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在这里进行试验的稳定农地产权关系、赋

予农民农地长久关系的成果得到国家正式认可，并在全国推行。第二，金沙县是为推进湄潭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建设，贵

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第三，关岭县是贵州最早进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县，1978 年11 月18

日， 《贵州日报》以《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对关岭县原顶云公社进行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进行了报道，形成农地改

革创新中的“北小岗”，南“顶云”。第四，施秉县为苗族自治县，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5.5%；贵定县属黔南州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管辖，但其紧邻贵阳市，至贵阳不到1 小时车程，受到城市文化影响较重。表1 对5 个调查样本县经济发展进行了基本描

述，从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 看，湄县、金沙县和贵定县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施秉县接近全省平均

水平，关岭县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从人均GDP 看，金沙县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贵定县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其余四个县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因此，选择这5 个县进行调查，使调查对象具有更强的代表性。 

 

（四） 调查样本描述 

2014 年8 月6 日- 29 日历时24 天，我们对贵定、施秉、湄潭、金沙和关岭五个县10 个乡镇，20 个自然村1000 户农户

进行调查。其中有土地流转的有效样本505 户。从505 户调查农户农地流转的基本情况，农地流转可以从转入和转出两个方面

进行考察。在家庭经营的农地中，通过农地流转占经营土地面积的比例达到了25%以上，关岭县达到了48.76%，5 个县平均为38%；

从农地转出方面进行考察，湄潭县农地流转比例是最低的，只有8.57%，施秉县最高，达到26.59%，5 个县平均为17.64%。表2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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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提供了农流转契约选择的基本情况，选择书面契约比例最高的是关岭，占24%，最低的是湄潭，占14%，低于关岭10 个百分

点；选择口头契约最高的是湄潭，占86%，最低的是关岭，占76%。从总体上看，全部5 个样本县选择口头契约的406 户，占80.40%，

选择书面契约的有99 户，占19.60%。可见，在书面契约与口头契约之间，农民更多选择口头契约。 

 

 

三、实证结果 

（一） 计量模型 

从农户选择流转契约的实际情况和我们的研究设计来看，我们选择二项逻辑回归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契约进行计量分析。

借鉴鲍威斯和谢宁（2009） 《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中的计量模型，[18]本文所使用的二项Logit 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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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k是系数为βk的第k 个自变量，根据(1)式，它服从： 

 

假设有两组β 值，一组与结果y=1 有关（即β1k），另一组与结果y=0 有关（即（β0k），β1k是（1）和（2） 中常见的β，

而β0k被标准化为0，并且有exp(0)=1，这样（2） 式也可以写为： 

 

这里，对于所有k， ，j=0,1，且β0k=0。 

（二） 变量定义 

从前文的分析看，本文将信任、空间距离（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 与农地流转契约选择整合在一个分析框架内，从信任和

空间两个维度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进行解释。因此，被解释变量为契约选择（contract），解释变量分别为信任（trust）、自

然空间距离（Natural space distance） 或者社会空间距离（Social space distance）。为了更全面地分析农地流转契约的

选择机制，我们还将年龄（age）、身份（identity）、民族（identity）、教育程度（education） 也作为解释变量来进行分

析，每个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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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变量检验 

我们利用SPSS19.0 软件对模型中各变量进行单样本T 检验，从表5 提供的资料看，契约变量的均值为0.20，说明在农地流

转过程中，选择口头契约的比例较大；信任变量的均值为4.00，表明在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之间，信任度还是比较高的；自然

空间距离的均值为2.26，说明农户在进行农地流转时，自然空间范围有限；社会空间距离的均值为3.83，这说明农地流转主要

是熟人之间进行的；民族的均值为0.67，表明在调查对象中汉族比例多于少数民族；年龄的均值为49.20 说明，从事农业生产

或者在家从事家庭经营的农户年龄偏大，农民呈老年龄化趋势；身份的均值为0.06，调查对象的教育年限的均值为5.33，说明

多数农户都读完小学。表5 还给出了有关变量的标准差、均值的标准误、方差。另外我们给出了Bootstrap 方法对统计数据进

行的修正。利用Bootstrap 统计方法之后，我们发现标准误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为更好地观察样本分布，我们还给出了估计系

数95%的置信区间。 

 

（四） 计量结果 

对于农地流转契约选择来讲，我们除可以从转出方、转入方进行分析外，还可以通过全部调查样本进行研究。基于此，在

进行计量分析时，我们给出了农户转入土地时的契约选择模型，转出土地时的契约选择模型以及全部调查样本的回归模型，计

量结果见表6、表7 和表8。 

农民在转入土地时，民族、年龄、身份、信任回归系数为负，这说明，转入农户年龄越大，越趋向于选择口头契约；与汉

族农户相比，少数民族农户更多选择口头契约；在转入土地时，越信任对方，越趋于选择口头契约。农民在转出土地时，年龄、

信任回归系数为负，这说明，农民转出土地时，年龄越大，越趋向于选择口头契约；越信任对方，转出土地时农户越趋向于选

择口头契约。其余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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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农地流转全部调查本来看，民族解释变量national 的回归系数为- 0.264，可能是受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汉族农户更

趋向于选择书面契约，少数民族农户更多选择口头契约。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越多，法律意识越强，越趋向于选择书面契约；

人力资本积累越少，法律意识越弱，越趋向于选择口头契约；流转土地的农户身份identity 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为1.221，这说

明，与一般的农户相比，村庄干部对社会发展了解的信息更多，知道更多的口头契约存在的潜在风险；更为重要的是，积累了

更多书面契约知识，如契约签约、契约谈判、契约书写等方面的知识更为丰富。因此，在流转土地时，更意愿选择书面契约。 

自然空间距离对农户经济行为有影响，杜能的农业圈层理论实际揭示农户生产活动的空间规律。空间是农户行为给予考虑

的重要变量，特定的空间例如集市在农户经济活动至关重要，正如孟德拉斯（2010 版） 所言：“集市和市场是会见邻居、亲

属和了解行情的场所”。[19]从我们进行的计量结果看，自然空间变量距离的回归结果系数为0.166，Wals 统计量为3.784，显著

水平为0.052。这说明，随着自然空间距离的增加，在进行农地流转时，选择书面契约的可能性增大，而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

下降。 

对于农户经济社会活动而言，除自然空间距离之外，另一种空间距离也是必须给予考虑的，那就是社会空间距离。从计量

结果看，社会空间距离变量的回归系数为1.633，Wals 统计量为62.583，显著水平为0.000。这说明，社会空间距离对农户农地

流转契约选择有显著影响，社会空间距离越远，农户越趋向于选择书面契约；相反，流转双方之间的社会空间距离越近，农户

越趋向于选择口头契约。 

解释变量trust 回归系数为- 0.713，Wals 统计量为23.344，显著水平达到0.000。这说明，信任度越低，农户越趋向于选

择书面契约；信任度越高，农户越趋向于选择口头契约。之所以这样，作为一种低成本的制度安排的口头契约，在高信任社会

群体之间，“值得信任的行为是我自增强的”，信任度越高，农地流转双方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倾注着强烈的感情，具有高

度的相互依赖性，以及持久性” （什托姆普卡，2005 版）。[20]这一计量结果，与我们之前进行的研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信

任度不一样，农户的契约选择也不一样。需要说明的是，信任使在进行农地流转时选择低成本的口头契约，从而促进了流转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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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间的合作，形成了互惠的利益共同体。形成农地流转市场的稳定均衡。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契约是将农地流转双方连接在一起的制度装置，不同契约安排不仅成本不同，而且其风险也不一样。本文将空间距离、信

任与契约选择整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之内，并用对贵州5 个县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一是农户

的个体特征不一样，其契约选择不一样。例如，农户年龄越大，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越大，选择书面契约的可能越小；又如

农户身份不一样，其契约选择也不一样，与普通农户相比，村庄干部更趋向于选择书面契约。二是流转双方之间的自然空间距

离和社会空间距离对契约选择有影响。不管是自然空间距离还是社会空间距离，空间距离越远，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时，选择书

面契约的可能性越大，而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越小；相反，如果流转双方之间的空间距离越近，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越大，

而选择书面契约的可能性越小。三是信任对契约有影响。农地流转双方之间的信任度越大，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越大，选择

书面契约的可能性越小；相反，如果流转双方之间的信任度越小，选择书面契约的可能越大，而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越小。

本文的研究启示我们，要使农地流转在低成本的社会环境下顺利进行，一是增强流转的诚信度是至关重要的，政府部门应该多

对农地流转过程中的诚信主体进行宣传，形成一种人人讲信用的环境。二是在自然空间距离没有缩短的前提下，通过缩短社会

空间距离，增加流转双方之间的信任度。流转双方之间应该通过交易频率、交往频率的增加，提高契约履约率，增强互信，形

成流转双方利益共同体，促进农地顺利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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